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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事迹五辨 

曹辛华 

--------------------------------------------------------------------------------------- 
摘要：当前人们对李清照研究尽管已达到了精细化、纵深化、白热化的程度。但仍有不少可以商榷之处。经

过笔者考辨认为，《新荷叶》词当为韩肖胄而作；所谓“易安体”在当时仅是某首词的特有格式； 李清照在原

籍的活动当不是太多，更多的是随父生活。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是其与佛教关系甚密的体现；赵明诚为“薄

情郎”问题应当从诗文来解决，而不宜“词如其人”。这些见解，庶几有益于李清照研究的深入。 

关键词：李清照；生平；词；考辨 

中图分类号：K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10)06-0078-05 
--------------------------------------------------------------------------------------- 

当前人们对李清照研究已达到了精细化、纵深

化、白热化的程度。在众多关于李清照生平事迹的

研究著作中，著名女学者陈祖美先生所著《李清照

评传》
①
可谓当代李清照研究中“有质的飞跃”

②
的

一部专著。是著新见迭出，如《漱玉词》编年、改

二期说为三期说、赵明诚“天台之遇”以及“压倒

须眉”的《漱玉词》等见解均为“出新之处”,尤其

在对李清照的心态把握上，超越了以往男性研究者

的“短视”。新近本人通过考察，发现当前在李清

照事迹研究中尚有须明辨者五点。依次为：《新荷

叶》词当为谁而作、何谓“易安体”、李清照原籍

活动问题、自号“易安居士”问题、赵明诚为“薄

情郎”问题。故于此聊陈拙见，庶几有益于李清照

研究的深入。 

一、《新荷叶》词当为谁而作 

李清照《新荷叶》一词久佚，1980 年才由孔凡

礼先生从北京图书馆藏明初抄本《诗渊》第二十五

册《祝寿诗词》中发现，辑入《全诗词补辑》中。

词云： 

薄露初零，长宵共永昼分停，绕水楼台，

                                                        
①陈祖美《李清照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以后

凡引是书者，不注。 

②参见白化文编录《关于<李清照评传>的对话》，《书与人》，

1996 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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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耸万丈蓬瀛，芝兰为寿，相辉映，簪笏盈庭。

花柔玉净，捧觞别有娉婷。  鹤瘦松青，精神

与秋月争明，德行文章，素驰日下声名。东山

高蹈，虽卿相不足为荣，安石需起，要苏天下

苍生。
③
 

陈祖美先生以为当作于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 年）。

是李清照屏居青州时，为隐居山东金乡并筑松菊堂

的晁补之所作贺寿词（是时晁 57 岁）。也有说是为

朱敦儒而作。
④
然而，细研该词词意及其用典，此词

的系年与作者值得再探讨。 

从词中用“东山”、“安石”之典来看，此词

当作于南渡以后更为合理。因为“东山”“安石”

均与东晋名相谢安有关。谢安初为著作郎，因病辞

官隐居东山，朝适屡召不出，《世说新语》有“安

石不出，将如苍生何？”李词中既有“东山高蹈，

虽卿相不足为荣”，显然，所贺主人官职当如谢安

位极卿相。若把“眼光集中到与其父（李格非）有

深交的晁补之身上”，则不妥。因为晁补之生平中

最高官才做到礼部郎中，以名相谢安做比其身份是

不合适的；而且南宋情势又与东晋相似。晁补之卒

年在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 年），距离“靖康之变”

尚有 15 年，北宋末年虽不太平，然还未到南北对峙

地步，用“安石须起”来比晁，也颇不类。这样，

就出现了“抵捂”。那么，《新荷叶》当为谁而作

呢？笔者当为退居林下的达官韩肖胄所作。其理由

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李清照曾有《上枢密使韩肖胄诗》二首，

                                                        
③见徐北文《李清照全集评注》，济南出版社，2005 年。是

文中凡引李氏词作，均据此版本，不另注。 

④见徐北文《李清照全集评注》，济南出版社，2005 年，第

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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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小序云：“易安室者，父祖皆出韩公门下”，则

韩、李两家关系不一般，因此李清照在“贫病”时，

“见此大号令，不能忘言”，方作“古、律诗各一

章，以寄区区之意”。值得注意的是二诗中“去洒

东山一抷土”与“但说帝心怜赤子，须知天意念苍

生”二句与《新荷叶》词末二句相似。通常人们把

此诗所用“东山”指为《孟子·尽心上》“孔子登

东山小鲁”之“东山”，但联系当时情形，不能排

除用谢安“东山再起”之典的可能性，且如用谢安

之典，则更见李清照忧国之心，她为缺乏如谢安一

样的贤相而洒泪。而后一句，则明显是用前引《世

说新语》中有关谢安之典的。《世说新语·排调》

载谢安高卧东山，后为司马时，有人谓“安石不肯

出，将如苍生何”
②
等语。 

其二，从韩肖胄的生平来看远比晁补之更符合

《新荷叶》贺寿对象及内容。《新荷叶》中用谢安

之典凡四处，除前面指出的两处外，尚有“花柔玉

净，捧觞别有娉婷”。据《世说新语·识鉴》载，

谢安东山畜妓，简文曰“安石必出，既与人同乐，

亦不得不与人同忧。”
③
李清照用此典，显然是美谀

所贺对象像谢安那样与人同乐亦同忧、会东山再起

的。而据《宋史》韩肖胄曾位居枢密使、资政殿学

士等高官，“身为百夹特，行足万人师”（《上枢

密使韩肖胄诗》），功勋卓著，又寓居于越地近十

年，正与《新荷叶》用谢安此典合；并且韩氏自韩

琦起世代为社稷臣，子孙多为高官显宦，这亦与词

中“芝兰为寿，相辉映、簪笏满盈庭”句用谢安之

典合。 

其三，韩肖胄卒于绍兴二十年（1150 年），享

年七十八。据李清照《上枢密使韩肖胄诗》序知此

诗作于绍兴癸丑（1133）五月，而《新荷叶》词既

与此诗用意相仿，则似可定词也当作于此时。另外，

由此也可断定韩氏寓居于越地的时间当在绍兴三年

（1133）以后。若将此词系于大观二年（1108），

显然不大合适。再有从《新荷叶》的典雅、故实来

看，它与李清照南渡后写的《渔家傲》《永遇乐》

同一格调，也不当系之于南渡之前。 

二、何谓“易安体”问题 

陈祖美先生于《李清照评传》第三章中花了不

少篇幅谈“易安体”，并归纳出“易安体”四个特

点，如“借翎毛、花卉隐括身世，倾吐心事”，“用

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以寻常语度入音律”，

“表层从容柔曼、内里筋骨峥嵘”等，然而这可算

                                                        
①见徐北文《李清照全集评注》，济南出版社，2005 年。是

文中凡引李氏诗作，亦均据此版本，不另注。 

②刘义庆《世说新语·排调》，余嘉锡注《世说新语》，中

华书局，1983 年版。 

③刘义庆《世说新语·识鉴》，余嘉锡注《世说新语》，中

华书局，1983 年版。 

作易安词的风格特征。陈先生在阐释过程中混淆并

扩大了“易安体”内涵，并不是其本义。并以为《新

荷叶》合乎风格意义上的“易安体”标本。笔者以

为，“易安体”的本义当是易安词中某一首词的体

式，这一体式是后来人仿效唱和的对象。《新荷叶》

也不宜视为“易安体”的“标本”。 

首先，唐宋词中凡出现“效某某体”者，均是

着眼于仿效该首词的语言、句式格律等方面的特征

的，而不是指其全部词风格的。如辛弃疾《玉楼春》

自注“效白乐天体；《唐河传》自注“效《花间集》，”

《河渎神》自注：“《女诫词》效花间体” ，《念

奴娇》自注：“赋雨岩效朱真体”，《归朝欢》“因

效介庵体为赋”等等，均是以某一词牌中某个词人

作为仿效对象的。因而辛弃疾《丑奴儿匠·博山道

中效李易安体》与侯寘的《眼儿媚·效易安体》也

当如是观。这只表明李清照在以《丑儿奴近》与《眼

儿媚》两个词牌填词时在语言、句式、格律、体制

等方面有引人注目的特征，辛、侯二人遂分别以它

们的格律形式为模仿对象，填制了拟作，后人填词

中“依某体”、“效某体”也均指依其格律，并不

指该词作者全体风格，侯、辛心目中的“易安体”

当更多是指此而言，而不是“借翎毛花卉隐括身世

倾吐心事。”如果将此处的“易安体”扩大为“易

安风”，把作为格律典范的“易安体”与作为风格

意义上的“易安体”等同起来，势必出现陈先生所

谓“《词论》中捉摸不到的‘易安体’”这样的矛

盾现象。 

其次，《新荷叶》合乎风格意义上的“易安体”

标本么？笔者以为不宜，只可当作其《词论》主张

的实践。前面已质疑陈先生把李清照《新荷叶》系

于南渡前的不当之处，因而该词也就不能作为“‘易

安体’最初的标本”！依陈先生所归纳“易安体”

的四个特点来论，《新荷叶》词即与之相合者甚少，

若作为“标本”，势必与其论相谬。因此《新荷叶》

充其量只能算是易安词典重故实的一个体现，而真

正的“标本”当是《如梦令》、《念奴娇》、《声

声慢》、《永遇乐》等词。正像不少文学家常出现

理论与创作脱节一样，李清照也有此弊。如其《词

论》指责柳永“词语尘下”、秦观“如贫家少女”。

但其词《声声慢》却多“寻常语”，以至于许昂霄

《词综偶评》、吴梅《词学通论》中均指责其多带

“伧气”；像辛弃疾所仿的《丑奴儿近》词也多口

语，分明也有“尘下”之嫌，后人美之曰“以俗为

雅”、“化俗为雅”，却不顾当时李词被王灼《碧

鸡漫志》讥为“闾巷荒淫之语”的事实。
④
不少论者

指出，李清照的词论主张与周邦彦等大晟词人崇尚

                                                        
④关于《词论》的作者，邓子勉先生曾著新说以为有可能为

李格非（见邓子勉《唐宋金元词籍文献研究》附录《〈词

论〉作者为李格非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439 页，这里由李清照的词作情形来看，似有此可能。但

由于是孤证，这里仍以《词论》作者为李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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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律典雅相仿，然很少有人把她归入“典雅词派”，

这恰恰反证《新荷叶》不宜作易安词风的“标本”。 

第三，宋人那里，词的某一调体、词人的某一

风格、词史上的某一流派三者“体”的内涵与外延

是各自不同的。陈先生于《评传》中力将易安词的

格律形式、整体风格与《词论》主张三者“融会贯

通”，却忽略了它们的不同表现。这是当前我们研

究宋词体派时应当注意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能用

“易安体”来指代易安词风，如刘扬忠先生《唐宋

词流派史》中就专列“柳耆卿体”、“东坡体”、

“张之野体”、“秦淮海体”、“贺方回体”，于

李清照在论述时提及“易安体”，也是从整体风格

上来谈，并没有将体制意义上的“体”与风格意义

上的“体”混同起来。
①
木斋先生新著《宋词体演变

史》第 11 章《论易安体》部分也是如此。
②
这就意

味着，研究李清照时，应把“易安体”的“当时”

义与“现在”义区分开来，才是正途。 

三、李清照原籍活动的问题 

有关李清照的史料存留下来的较为稀少，所以

李清照的“改嫁”一事尚且莫衷一是，更不用说其

早年具体行实。因而李清照在其原籍的活动也就不

大容易搞清楚。对此陈祖美先生于《评传》中作了

推测，并认为李清照在原籍的活动时间有二：一是

十六岁前后即其“少女时代基本上是在原籍度过

的”，一是李出嫁后由于党争株连，“挺之父子重

禄官，清照被遣返家园。”对此二者，值得再辨。 

其一，《评传》指出，传主五到六岁之间，李

格非在京任学官，“按说李清照已有条件由原籍晋

京，但她此时并未在京定居，甚至尚未到过京城，

仍随其母留居原籍，这从两方面可以得到印证：一

是常在士大夫面前称赞她的晁补之，在上述文章（即

《有竹堂记》）中没有提到清照姐弟；二是原籍明

水附近留有传至十五岁时在那里活动的足迹。”陈

先生这两条证据比较牵强。 

一方面，不能因为晁补之为李清照《有竹堂记》

中没有提到清照姐弟，便断定李清照不在京城在原

籍，须知《有竹堂记》后文提到的“目前之物”—

—“婢仆犬马”，似可证李格非在竹堂中当有家眷。 

另一方面，单凭李清照词中《如梦令》有“常

记溪亭日暮”，便以为李十五岁以前在原籍有活动

足迹，进而推断其没有，甚至从没到过京城，有以

偏盖全之嫌；更何况“溪亭”一语可能是专有名词，

也可能泛指“临溪边的亭”，即使是专有名词也有

可能不指济南之“溪亭”。并且此词系年无从确定，

便不能以之确定李清照的行迹。 

                                                        
①刘扬忠著《唐宋词流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年。 

②木斋先生新著《宋词体演变史》，中华书局，2008 年，第

203—224 页。 

再一方面，依宋人为官情形来判断，李格非为

官时当携家眷。如苏轼贬官黄州练时就是举家前往

的。即以陈先生《评传》后所附《赵明诚传》为例，

也可证说李清照母女等留在原籍而不随侍李格非之

谬。陈先生在述及赵明诚之母郭氏时这样说，赵明

诚有一位明法度的外祖父，“其母郭氏出嫁前，很

有可能随其父母‘遍历’各地”，同样是女子，郭

氏可如此，而为何李清照就不能随其父而被留原籍，

直待快出嫁时才至京城？又《赵明诚传》说“明诚

五岁那年就有随其父母居住在德州通判官舍的可

能”，“元祐六年（1086 年）春夏之交，赵挺之始

任秘阁校理，是时年甫六岁的小明诚当随其父母来

到京城”，“赵挺之出通判徐州，小明诚九岁时遂

‘侍亲徐州’”等，同样是任京官或任地方官，赵

挺之可携家眷，而李格非就不能携妻子、儿女，显

然不合情理。因此，在没有特别证据说李格非一定

留妻女在原籍不可时，李清照出嫁前的行实当依李

格非为官情形而定。也就是说，李格非在京城时，

李清照也在，为广信军通判时也当随之。在洛阳写

《洛阳名园记》时清照也当在洛阳。李格非用不着

非得“从女儿写给他的信函中”才开始“发现其多

方面的才华”。  

另外，从李清照《永遇乐》“中州盛日，闺门

多暇，记得偏重三五”句来判，她在未出嫁前在京

城开封呆的时间当不短，若其少女时代仅在京城呆

两年，其余全在原籍，“多暇”之语何解？ 

其二，至于党争中，李清照“被遣返原籍”这

一判断，也存在证据不力的问题。陈先生根据《宋

史》说“赵挺之排击元祐诸人不遗力”、崇宁二年

“曾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以及崇宁

三年“夏，四月，甲原朔，尚书省勘会党人之弟，

不问有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阙下”等材

料推论李清照受党争影响。在“偌大的汴京已没有

了立锥之地，不得不只身离京到原籍去投奔先行被

遣归的她的娘家人”，并说赵明诚家中将她“视为

赵相府中的扫帚星”。这种说法有不妥之处。 

一方面，赵挺之虽“排击”元祐党人，不见得

连自己的儿媳妇也排击，徽宗的诏书，意思是王室

子弟不能与元祐党人结婚，并不是要求与党人子女

离婚。就算如陈先生所说赵挺之有跻身于“宗族”

之意，也不能说他有意把李清照“遣返原籍”。因

为此后清照与明诚二人仍是夫妇，并且二人有“烹

茶为乐”等雅事。 

另一方面，又根据古礼，女子未嫁从父、出嫁

从夫的惯例，李清照属赵李氏，虽是元祐党人的女

儿，但既然赵挺之不是党人，则自然就不在“遣归”

之列。况且，崇宁三年之诏是针对有官无官的“子

弟”（男子）而言，李清照身为女子在当时也没有

参政的资格。因而，所谓“遣归故里”之论未免牵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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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号“易安居士”问题 

《评传》中说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的时间

先定为二十四、五岁属青州，又以为其自称“居士”

在十八、九岁；“易安居士”“只有居号后才能引

以为号”，而“居士”“可泛指自命清高者，无疑

宴尔新婚时李清照最为清高自许。十八九岁时自称

‘居士’，亦不无合情理之由”，这一论断有二处

可商榷：一是李自称居士的时间，一是李为何称“居

士”和“易安居士”。而这二者实际上又是一个问

题。即李清照与佛道的关系。陈先生在《评传》中

对此未予注意。仅仅把“易安居士”作为“屏居”

和“自命清高”的象征。诚然李清照自号“易安居

士”
①
有“自命清高”的成份，但不当无视其信奉佛

教而自号的因素。说李清照信奉佛教其理由是什么

呢？ 

首先，从“居士”的含义来看李氏有信佛的可

能。王仲闻先生《李清照集校注》中注释《瑞鹧鸪·双

银杏》“居士擘开真有意”时，即以为“居士”乃

“信奉佛教而未出家者”。
②
当然“居士”不只此义，

尚有“古代乐有德才而隐居不仕或未仕的人”、“称

道教中人”、“旧时出家人对在家人的泛称”，“文

人雅士自称”。这数义中合李之情形者唯最末一义。

但须知，唐宋文人自称“居士”也多是以信奉佛教

为前提的，如李白、白居易、苏轼、黄山谷等均如

此。李清照既以“易安居士”为号，其信佛的因素

当多少存在。 

其次，从李清照诗词文“自道”中可找到其信

佛证据。如其词《玉楼春》有“道人憔悴春窗底”

之语，王仲闻先生注：“道人，得道之人，或云僧

也。（刘义庆《世说新语》称僧多曰道人）后世称

道士为道人。此词中‘道人’乃清照自称，乃学道

之人。”《宋史·李格非传》曾载李格非广信军任

上痛打道士之事，自然身为其女的李清照信道教的

可能性就小得多。又李清照诗词文中多用《世说新

语》之典，如《新荷叶》、《打马赋》多处用谢安

典，《念奴娇》“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全用《世

说新语·赏誉》中成句等。对此书称“僧多曰道人”

之习，当是熟知的。诚如是，则可判李清照俨然以

僧自居。若单凭此处说李信奉佛教不够有力，再看

其《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末段有：“誓当布衣蔬

食，温故知新；再见江山，依旧一瓶一钵”之句，

“瓶”“钵”是僧人盛水盛饭的器具，唐代贯休有

“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的诗句，李

清照在投启中说，自己了结官司后，要“布衣蔬食，

依旧．．一瓶一钵”，不正说明她此前是像僧人一样吃

                                                        
①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据邓子勉先生考证，当与其父

亦曾用此号有关。以其孤证此处不拟采信。 

②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年，第

74 页。 

斋信佛，此后还要如此？ 

第三，李清照的坎坷经历使她有走近佛学的理

由。一方面，李少女时代阳光灿烂，出嫁后，则有

父遭贬、翁舅不救、夫家受排、无嗣、国破、家亡、

被诬通敌、夫死、大病、被骗婚、打官司等一系列

变故，不能不使她“心灰意冷”，皈依佛教。尤其

是“无嗣”与“夫死”二者。在当时“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的伦理社会里，她更可能祈求观音。一

般来说，当时的新婚妇女在婚后一年当有子，若两

三年还无，势必求神拜佛，李清照身处那个时代也

会如此，这样，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的时间可

定在“屏居青州”之前。因为从“易安”来自陶渊

明《归去来兮辞》“审容膝之易安”来看，李当时

所居房舍必定不宽敞，据《宋史·李格非传》说又

其父谓《归去来兮辞》“字字如肺肝中”“以诚著

也”来看，李取“易安”为号不待赵明诚屏居青州

（住宅宽敞）时，再加上“无子”，李清照以“易

安居士”为号居家信佛，自不待八、九年之后。另

一方面，丧夫之痛，使进一步心向佛门。现存其《祭

赵湖州文》中“白日正中，叹庞翁之机捷”一句亦

典出《景德传灯录》卷 8 载，唐庞蕴居士将入灭与

女灵照争捷入灭事，此典意在“但愿空所有，慎勿

实诸所无。好住世间，皆如影响”，“照破生死之

根”。李清照用之自然是以庞翁父女对死亡超脱的

态度和禅机的敏捷来反衬自己的深情与悲痛，但于

此亦可见其佛学造诣。再一方面，李清照曾参与．．．《金

石录》一书整理的工作。其《〈金石录〉后序》即

言及此。赵明诚《〈金石录〉序》也提到所收金石

“至于浮屠老子之说”，跋《白居易书〈楞严经〉》

还述及与“细君”李清照“相对展玩《楞严经》狂

喜不支”的陶醉情形。今观《金石录》收石刻经文

以及佛教碑文共 250 余条，占总数八分之一强。可

见李清照濡染佛学的机会是不少的。 

第四，从李清照诗文的用典与意象选择上也可

判断李清照受佛教的影响较深。李清照咏梅词，是

在“净土宗法门盛而梅花尊”风气下写成的。正如

陈祖美先生所云李好以月雪与梅相映，而这种境界

正是佛境。黄龙宗禅师法常坐化时的偈子《渔父词》

中就在“此事楞严尝露布，梅花雪月交光处。”其

笔下的“黄花”（菊）正来自禅宗名言“郁郁黄花，

无非般若”；其词推许桂花高于梅、菊，而“桂花”

（木樨）与当时黄庭坚“闻木樨香悟道”的著名公

案有关；其《添字采桑子》“窗前谁种芭蕉树”中

的“芭蕉”意象也是佛教观身取譬的意象（如《维

摩经》“是身如芭，中无有空”、“行如芭蕉叶”

“如实知如芭蕉树”等等）。再如其《如梦令》“昨

夜雨疏风骤”中的“卷帘”意象，与晚唐五代时法

眼宗文益禅师的“卷帘”公案（法眼以手指帘，时

有两个僧人去卷帘，眼云“一得一失”
③
）不无关系。

                                                        
③见元·释万松行秀《从容庵录》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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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用说其笔下的“莲”意象也是佛教圣物。这种

种现象表明，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不仅仅出于

“自命清高”和“屏居”，而是其走近佛教的印记。 

由此可见，台湾学者胡品清先生所谓李清照“天

生是贵族的，浪漫主义的，热情的，对宗教和哲学

是冷漠的”，“因为她热爱人生和现实世界，当她

失望的时候，她不在宗教寻求慰藉，她爱好自然，

描写自然，但是自然并不能激起她宗教思想”等等

论见，
①
也是值得商榷的。 

五、赵明诚为“薄情郎”问题 

早在 1962 年王汝弼先生在《论李清照》一文中

即提出了赵明诚纳妾、冷落李清照的问题。
②
关于这

一点，近几年来“炒”得尤“火”。陈祖美先生《评

传》中把赵明诚写成了一个“薄情郎”的角色。如

党争中赵氏父子为重官禄，将李清照“遣归故里”、

赵明诚纳妾、“天台之遇”、将李“打入冷宫”等，

并认为两人“烹茶”之乐是赵一时的“回心转意”。

不可否认，陈先生的见解独特，是“打开传主心扉

的钥匙”之一，但其中也不乏扭曲赵明诚形象的成

份。对于此中的“穿凿附会”，姚玉光先生已予以

指出，
③
兹不赘言。这里要说的是，要考察李清照夫

妻感情历程，应从何种材料入手问题。不少人多是

从李词中来把握，笔者认为当从诗文中把握较妥。 

其一，历来人们称道李清照夫妇是“伉俪楷模”

者，也是从李赵二人之文中着眼。如从赵明诚在青

州题《易安居士画像》、在淄州跋《白居易书〈楞

严经〉》等记述来看，李赵二人相处是融洽的。再

从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所记述来看，二人共

同治金石、读书、烹茶，“意会心谋，目往神授，

乐在声色狗马之上”，李清照对赵明诚的感情也是

情深意切，对其夫的逝世是悲痛欲绝，以致“大病，

仅存喘息”。“文为心声”，李清照“素性急”，

嫉恶如仇，她不可能说违心之言，否则李清照就有

“伪君子”之嫌，更何况，其父李格非主张为文“字

字如肺肝出”，皆以“诚著”。
④
而“词”则不同，

它“别是一家”，多“男子而作闺音”，虽然李清

照是女子而作闺音，其中感情自然会更真挚些，但

须注意也不能说“词如其人”。 

其二，李清照《词论》中，要求词“别是一家”，

说“晏叔原、贺方回、黄庭坚、秦观出始知之”，

                                                        
①胡品清《论李清照的词》，台北《出版月刊》第 16 期，

1966 年。 

②王汝弼《论李清照》，《文史哲》，1962 年 2 期。 

③姚玉光《也论李清照愁情的内涵——与陈祖美等先生商

榷》，《文学遗产》2001 年第 2期。 

④元脱脱等撰《宋史》卷 444《李格非传》，文渊阁《四库

全书》本。 

 

 

今观他们的词作，有记实的成份，更有“作闺音”

代言游戏成分，若遽以词作判断他们的人品，显然

会失实。同样，持词“别是一家”观点的李清照，

在作词时决不会如诗如文那样记实成份较多，而是

含有自娱游戏性质的。其词中所表达的内容自不可

完全较真。《词论》中李清照首先是“尚悲”的，

这与传统“哀而不伤”的审美观是相异的。文中先

引李八郎歌一曲“众皆泣下”，后又说江南李氏君

臣之词“亡之音哀以思”。由此可解释李清照词“愁

情的内涵”何以悲苦过之，不是比胶着于赵明诚薄

情要合适些？李清照主张词作有铺叙、典重、主情

致，妍丽、尚故实，方是“良玉”。其词可视为这

些主张的多方尝试。就以故实来看，历来人们多从

传统的经史文集中来注释其词，忽略了佛学这一角

度。由前文所注可知，李清照受佛教影响是不小的。

如此，李清照的“危苦之词”堪视作她将“禅”打

入词中的结果。尽管李词含有“爱情之痛”，词体

的地位又可隐藏其苦哀的诉发，却并不能简单归结

为“无嗣”受“薄情郎”冷落所致。 

其三，早在 20 世纪初，王国维《人间词话》就

指斥张惠言“比兴寄托”说的“深文罗织”，在当

代再采用新的“比兴寄托”、“词史”说从词中发

掘主人公行实，更当慎之又慎。这也就牵涉到李清

照词作的编年问题，既然词的体性、特点决定了我

们不能完全按照诗文接受的方式去确定其作年。在

没有确凿的证据的情况下，不能单靠揣摩“故实”、

“意象”、“情绪”等方法来断言。《评传》中不

少词作系年多犯此忌。事实上，诗词作品的系年虽

有利于作家的心态把握，然而就唐五代北宋词来说，

由于还没有完全“诗文”化，包括李清照在内，尚

主“别是一家”，不反对“妍丽”，否则，其词不

会被王灼贬之为“闾巷荒淫之语”、毫无顾忌。若

一味去作“词史”式系年，不仅说明不了问题，反

而会把问题复杂化。 

以上五题，乃作为后辈的笔者斗胆“佛头著粪”

式的一孔之见。早在上个世纪，梁启超在《清代学

术概论》中就称“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之法，纯

用科学的精神”
⑤
；王国维考证多用客观的排比归纳

法，胡适也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陈垣、

陈寅恪则又成功运用“以意逆志法”、“比兴说诗

法”以及“诗史互证法”来研治史学，这些先进的

学术传统仍是当代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者应当继承发

扬的。笔者拜读陈先生《李清照评传》时，也十分

激赏其《引言》中所提出的“细审用事用典”、“以

信史为依托”、“以内证为根据”等治学门路。 

 

（责任编辑：闫丽） 

                                                        
⑤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54 年，第 45 页。 

 

 

 


